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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吗？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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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争论愈演愈烈，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于大城市是否能够促
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研究发现，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能是大城市经济表现更好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
明，随着城市规模的上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时，继续扩张反而会降
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产业多样化和交通基础设
施的改善能有效降低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错配程度，但与之相随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加深则不
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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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顽疾，也是目前“供给侧”改革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发达

国家的历史经验和中国近几十年的实践经验都已表明，城市扩张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提高经济主体的
经济绩效，这也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与此同时，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即城
市规模的扩大是否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所面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目前正处于调整
生产配置效率的“供给侧”改革关键阶段，调整资源在经济主体间的配置效率是此次改革的核心任
务。恰逢当前对城市发展方向的看法出现较大分歧，学者们对于是应该发展大城市还是以中小城市
为主构建城市体系争论不休。因此，研究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对于深入认识城市
化的影响、明确相关政策的制定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统城市经济学研究认为，城市化带来的经济集聚会产生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成
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学最新的研究发现，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改善也是经济
增长的重要源泉。研究证实，如果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效率
能够提升３０％ ～５０％左右［１］。中国过去３０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与城市化进程相伴共生，在中国经济
持续增长的动力中，城市化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功不可没，但城市化过程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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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作用可能同样不容忽视。
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献考察了城市规模对产业分布及企业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但现有文献

大多比较关注城市规模对企业效率的直接影响，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未能引起足
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从企业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城市规模扩张的经济效应，考察城市规模对
企业要素投入效率的影响。我们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城市匹配数据，从实证角度回答以
下问题：城市规模是否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这种影响在异质企业间是否会存在差异？城市规
模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规模呈倒“Ｕ”型关系，首先，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城
市规模的扩张而上升，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阶段时，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张而
下降。具体地，城市规模主要通过经济集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干预等渠道影响企业资源配
置效率，经济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与城市规模扩张相随
的政府财政规模扩大则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恶化作用。另外，城市集聚效应对城区企业资源配置
效率的影响比对周边地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大。这些发现推进了我们对城市规模影响经
济绩效的认识，为适度发展一定规模的城市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城市规模效应的传统研究
城市化能够提高经济效率是学者们很早就达成的共识。早期的城市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分工会

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城市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了社会分工水平。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ｃｅ［２］建立了新兴古典
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城市是城乡分工演进的自然结果。城市化通过将大的交易网络集中到
小区域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分工水平［３］。

随后，新经济地理学开始更为关注城市集聚效应所产生的外部性。Ｄ． Ｗ． Ｐｅａｒｃｅ［４］将集聚经济
定义为因企业设址接近另一个企业而产生的成本节约。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５］最早认为集聚经济是有条件的，
无序、偶然性的集结不能形成集聚经济，只有存在内在联系的工业按一定规模集中布局才能获得成
本节约。马歇尔将集聚经济来源归结为三大外部效应：专业劳动力汇聚、中间产品规模经济和地方
性技术外溢。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扩张形成的人口拥挤和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开始突显，越来越多的研究发
现，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率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活动过度集中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率。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张，通勤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居民实际收入，环境恶化削弱了城市对居民的吸引力［６］，地租和
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城市对企业的吸引力［７］。由于城市经济和城市不经济同时存在，集聚净效应
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先升后降的非线性特征［８］，城市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
存在一个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经济和不经济权衡结果的最优城市规模［９ １１］。

国内相关文献也对中国的城市规模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杨学成和汪冬梅［１２］通过分析１９９０
年至１９９６年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发现，劳动生产率、土地利用率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资金利用
效率与城市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超大城市经济效率最高，小城市经济成长力最强。陆铭等［１３］利用中
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证明了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就业概率。一些经验研究
也为城市规模与企业效率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间接证据。陆毅等［１４］发现中国的产业集聚与企业规
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刘修岩和张学良［１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证实，企业区位选择中集聚效
应显著存在。李晓萍［１６］发现在中国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是导致地区企业生产率差异以及地
区生产率差异的重要机制。

（二）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效率
发展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效率的增长源泉有两个：一是企业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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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二是生产要素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重新配置。早期研究大多关注生产率的直接提升，例如，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７］发现，生产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扩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近期文
献开始注意经济体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１８］最早提出，市场份额和生产
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分配是提高整体生产率水平的重要途径。生产要素从低效企业流向高效企业，
市场份额由低效企业转向高效企业，总体经济效率将得到提升。

生产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配置状况决定了总体经济的效率，企业的要素投入比例偏离帕累托最
优状态，意味着出现了资源的错配。近期关于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资源在企业
间的错配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大量文献开始分析资源错配的宏观经济效应，证实了资源错配将产生
较大的效率损失［１９ ２０］。这一谱系的研究始于Ｈｏｐｅｎｈａｙｎ［２１］建立的一个异质性企业增长模型。随后，
Ｍｅｌｉｔｚ［２２］将Ｈｏｐｅｎｈａｙｎ模型引入一般均衡下的垄断竞争，观测对外贸易对异质性企业产生的冲击及
进一步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一研究成为分析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宏观效应的基础理论。以上
述理论发展为基础，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１８］首次对要素配置扭曲影响宏观经济的过程进行建模，
模拟估算出要素配置扭曲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发现不同类型的扭曲会使总产出下降３０％ ～ ５０％，
这篇文献对后来的资源配置宏观经济效应测算产生了深远影响。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１］在上述研究的
基础上，利用微观企业数据估算了中国和印度资源错配产生的效率损失，发现当经济体中所有微观
企业的要素投入都调整至使平均成本与边际产出相等的最优水平时，中国总体经济效率将提升
３０％ ～５０％，印度总体经济效率将提升４０％ ～ ６０％。这是资源配置领域最为经典的实证研究，其实
证框架也为许多后续研究所借鉴。例如，龚关和胡关亮［２３］基于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１］提出的资源配置
效率测算方法，结合异质产品垄断竞争模型，测得若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达到最优配置，１９９８年中国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５７． １％，２００７年将提高３０． １％。

资源配置的扭曲将使宏观经济产生较大损失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后续文献开始关注影响资
源配置效率的具体因素。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１）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２）要素市
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善性；（３）政府制度和政策工具等外部力量的介入以及地域文化等隐性因素。
例如，Ｓｃｈｍｉｔｚ［２４］发现欠发达国家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低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支持。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１９］认为投资部门的低效是低收入国家投资率较低的主要原因。Ｈｏｐｅｎｈａｙｎ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５］发现解雇税的实施干扰了劳动力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配置，导致总体经济生产率下降。遵
循类似思路，Ｌａｇｏｓ［２６］利用一个匹配模型，分析诸如失业保险和职业保护之类的干预政策影响宏观经
济效率的过程。

如果确定企业要素投入存在扭曲会带来效率损失，那么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资源在企业间的不
合理配置至关重要。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城市规模对资源配置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城市规模会影
响外部性的发挥，进而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例如，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７］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模分
布过于集中，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更多的学者认为，城市规模分布无论是过于集中还是过于分散，
都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２８ ３０］。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微观资源配置的视角实证测算城市规
模带来的影响。鉴于提升企业投入要素配置效率是城市规模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发展的重
要渠道，现有基于城市规模集聚效应理论的文献大多关注城市和产业层面的经济绩效，极少注意到
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分析城市规模效应的形成原
因，是对现有研究的重要补充。

三、测算指标与理论假说
借鉴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１］对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研究框架，本文利用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对边

际成本的偏离测算企业要素投入的扭曲，在此基础上，估计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差异，
建立衡量微观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综合指标。具体地，假设企业生产单一最终产品Ｙ，产品市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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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产出需要Ｓ个中间投入部门，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函数：
Ｙ ＝ ∏

ｓ

ｓ ＝ １
Ｙθｓｓ ，其中∑

ｓ

ｓ ＝ １
θｓ ＝ １ （１）

成本最小化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
ＰｓＹｓ ＝ θｓＰＹ （２）

其中Ｐｓ是中间产品的价格，Ｐ是最终产品的价格。行业Ｓ的总产出为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Ｙｓ (＝ ∑

Ｍｓ

ｉ ＝ １
Ｙ
σ－１
σ )ｓｉ

σ
σ－１ （３）

Ｙｓｉ的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Ｙｓｉ ＝ ＡｓｉＫαｓｓｉ Ｌ

１－αｓ
ｓｉ （４）

σ表示企业的产出替代弹性，αｓ表示行业资本产出弹性，Ａｓｉ表示企业ｉ的技术水平。本文将影响
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分为两类：同时影响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扭曲Ｙ；促使资本与劳动投入
产生相对偏离的资本扭曲Ｋ。此时，企业的利润函数可设定为：

πｓｉ ＝ （１ － Ｙ，ｓｉ）ＰｓｉＹｓｉ － （１ ＋ Ｋ，ｓｉ）ＲＫｓｉ － ωＬｓｉ （５）
（５）式中，Ｓ代表行业，ｉ代表企业，Ｐｓｉ代表企业产品价格，Ｒ代表资本要素价格，ω代表劳动力要

素价格。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存在产出扭曲和资本扭曲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分
别为：

Ｐｓｉ ＝
１
Ａｓｉ

σ
σ － １

Ｒ
α( )
ｓ

αｓ ω
１ － α( )

ｓ

１－αｓ （１ ＋ Ｋ，ｓｉ）αｓ
１ － Ｙ，ｓｉ （６）

Ｙｓｉ ＝
Ａσｓｉ（１ － Ｙ，ｓｉ）σ
（１ ＋ Ｋ，ｓｉ）σαｓ

σ － １( )σ

σ αｓ( )Ｒ
σαｓ １ － αｓ( )ω

σ（１－αｓ）
Ｙｓ （７）

企业实际产出规模为：
ＰｓｉＹｓｉ ＝

Ａσ－１ｓｉ （１ － Ｙ，ｓｉ）σ－１
（１ ＋ Ｋ，ｓｉ）（σ－１）αｓ

σ － １( )σ

σ－１ αｓ( )Ｒ
（σ－１）αｓ １ － αｓ( )ω

（σ－１）（１－αｓ）
Ｙｓ （８）

如果不存在要素投入扭曲，同一行业的企业资本和劳动力边际产出相同，则有Ｙ，ｓｉ ＝ ０，Ｋ，ｓｉ ＝ ０。
代入（８）式可求得不存在资源错配的情况下的企业最优规模：

ＰｓｉＹ
ｅ
ｓｉ ＝ Ａσ

－１
ｓｉ
σ － １( )σ

σ－１ αｓ( )Ｒ
（σ－１）αｓ １ － αｓ( )ω

（σ－１）（１－αｓ）
Ｙｓ （９）

其中，竞争性制造业企业的产出替代弹性σ取值范围约为３至１０，产品异质性越强，替代弹性越
小［３１ ３２］。与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１］的结论一致，本文产出替代弹性取值σ ＝ ３，资本要素价格取值Ｒ ＝
０ １。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为：

Ａｓｉ ＝
（ＰｓｉＹｓｉ）σ

σ－１

Ｋαｓ（ωＬｓｉ） （１０）
利用（８）式表示的企业实际产出规模和（９）式表示的企业最优产出规模的差异，可以估计出企

业的资源错配程度：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 ＝

ＰｓｉＹ
ｅ
ｓｉ － ＰｓｉＹｓｉ
ＰｓｉＹｓｉ

× １００％ （１１）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的值越大，表示企业ｉ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越低。
已经有研究证实，中间投入品市场的形成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３３］认为城

市规模扩张会带来中间投入品的共享，使城市中的企业获得集聚外部性。下游生产部门需要差异化
的中间投入品，为降低中间投入的成本，共享中间投入的制造业企业会向同一城市聚集，在城市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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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大的中间投入品需求；上游企业为降低与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和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向下游
企业所在地集聚，导致下游企业的成本进一步降低［３４ ３５］。Ｋｅ ｅｔ ａｌ． ［３６］通过构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协同集聚的联立方程模型，证实中国制造业企业倾向选址于中间品市场发达的城市。因此，城市
规模的集聚效应使大城市中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合适的投入要素，降低资源配置的扭曲。经济的适当
集聚会带来正的溢出效应，然而，经济主体过度集聚带来的恶性竞争，也可能会扰乱企业的要素投入
行为。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１：城市规模越大，经济集聚程度越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但城市规模的过度扩张会使
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各类企业要素投入决策的重要因素。对于传送导向型企业，运输成本是此
类企业选址的主导因素，选址不同形成的企业运输成本差异将影响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方式。对于
资源导向型企业，距离原材料产地较近的企业原料成本低于较远的企业，邻近原料产地能以相对较
低的资本边际产出与较远企业相竞争，从而形成资本投入扭曲。对于市场导向型企业，由于存在配
送成本差异，距离市场较远的企业要以更高的边际产出抵消配送成本的劣势，才能与邻近市场的企
业相竞争，无形中形成了产出扭曲。城市规模扩张，会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降低运输成本，削弱运
输成本对资源配置的恶化作用。然而，当城市规模过度扩张时，交通基础设施的过度修建本身就是
企业投入行为的一种扭曲，因此，反而会带来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２：城市规模越大，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但城市规模过度扩张反而
会使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尽管目前已经取消了计划经济，但政府
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政府对利率、信贷规模、土地及户籍制度都保持严格
的管制状态［３７ ３９］。在政府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偏向性政策的实施、人为降低要素投入价格并主导要
素资源分配是要素市场扭曲的突出特征［４０］。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带来的政策倾斜往往会造成效率损
失［４１ ４２］，政策的倾斜使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城市［４２］，企业为获得生产和贸易许可、要素市场及公共物
品等资源便向城市集聚。政策制定者过度看重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优势，导致大城市过度发展并形成
低效率经济［４３］。对经济社会的干预限制了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难以根据市场需求实现有
效利用。人力资源在城市间的流动若受到阻碍，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投入产生政策因素的扭曲［１２］。
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降低城市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政府控制着土地、金融等关键资源以及行政
审批等管理权力，寻租、侵占和保护等干预行为的存在，必然会给企业造成额外的负担，影响资源配
置效率［４４ ４５］，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３：城市规模越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越大，企业要素配置效率越低。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城市中心与周围

地区发展不平衡，两者之间生产技术、投资聚集度和供给基础差异越来越大，导致周边地区产业衰
退，发展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回波效应”或“极化效应”［４６］。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导向下资源
配置的“回波效应”引导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等要素从低收益地区流向高收益地区，使得城市的
资源配置效率高于农村地区［４７］，城市扩张有利于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城市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促
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回波效应”的存在加大了城市与周边地区
之间的差距，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在拉动周边地区生产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剥夺了其所需要的生产要
素，周边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却得不到生产所需的资源，从而恶化了资源整体的配置效率［４８］，
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４：大城市对城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比对周边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大。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效应的技术溢出提高了企业的边际生产率，吸引了生产要素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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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汇集。生产要素集聚形成的丰富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又吸引更多的企业主动进入城市，随着劳
动力和企业数目的增加，匹配主体的增加提高匹配质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匹配的机会。高效的企业和
优质的生产要素同时在城市中集聚，提高了企业和生产要素匹配的质量，从而整体上提高了社会产
出。不同效率的企业基于自身生产经营状况的自我区位选择也有益于资源在空间上的流动和配置。
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城市集聚经济逐步衰减，城市集聚不经济逐渐显著，城市规模增
长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可能呈现出先增后减的非线性特征，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５：城市规模扩张会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但当城市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时，城市规模的
继续增加会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四、数据与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基于城市与企业的匹配数据展开实证分

析。其中，企业数据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中国所有国有工业企业和销售收入在
５００万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包含企业位置和投入产出等信息，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参照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４９］、张天华和张少华［５０］的研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城市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包含城市人口、就业、经济、环境等信息。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稳定、城市功
能完善，是非农业经济活动的主要聚集地，构成中国城市体系的中枢和骨架［５１］。因此，本文所定义
的城市是指地级及以上等级城市的市区部分。

为分析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 α ＋ β１ ｌｎｐｏｐｃｔ ＋ β２ ｌｎｐｏｐ

２
ｃｔ ＋ γＸｉｔ ＋ θＹｃｔ ＋ εｉｔ ＋ ζｓ ＋ λ ｔ （１２）

其中，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ｔ表示企业ｉ在ｔ期的资源配置效率；ｌｎｐｏｐｃｔ表示企业所在城市ｃ在ｔ期的规模。
Ｘｉｔ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Ｙｃｔ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εｉｔ是随机误差；ζｓ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λ 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企业数据
资源配置效率 ７５． ２７ ７７． ０６ ７９． ３０ ７４． ３７ ８２． ５９ ８３． ８５ ８５． ０２
职工人数 ５． ００１ ４． ９６０ ４． ９０７ ４． ６３０ ４． ７２８ ４． ６６５ ４． ６１９

人均固定资产 ８． ４４８ ８． ４３７ ８． ３９４ ７． ８０９ ８． ３３２ ８． ３７５ ８． ４０３

城市数据

市区年末总人口　 ４． ６１４ 　 ４． ６３４ 　 ４． ６４３ 　 ４． ６６３ 　 ４． ６８８ 　 ４． ７０２ 　 ４． ７１６
市区非农人口 ３． ９７２ ３． ９７４ ４． ０１５ ４． ０３４ ４． ０７８ ４． １０９ ４． ０９７
市区建成区面积 ４． ０５１ ４． ０８８ ４． １４０ ４． １８８ ４． ２４５ ４． ２８８ ４． ３４３
市区人均ＧＤＰ ９． ３９４ ９． ４４３ ９． ５４９ ９． ６８７ ９． ８５３ ９． ９８８ １０． １６
市区人均ＦＤＩ － ６． ２５８ － ６． １３４ － ６． ０７８ － ６． ２０９ － ６． ２６４ － ６． ２２６ － ６． １４８
市区劳动力结构 ４０． １１ ４１． ２５ ３８． ９１ ４０． ３５ ３８． １１ ３８． ０９ ３９． ６０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是以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
口衡量的城市规模。企业
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由
企业从业人员数量衡量的
企业规模；由人均固定资
产衡量的企业资本密集
度。其中，人均固定资产
的计算方式为企业的固定
资产净值除以企业的就业
人数。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以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
的比重表示的产业结构。为了排除行业特征对企业要素投入的影响，以行业固定效应ζｓ控制行业间
的差异，同时使用年份虚拟变量λ ｔ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表１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资
源配置效率和劳动力结构取百分比形式，其余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２列出了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企业或城市特

征，城市规模系数始终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城市规模的平方系数则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实际规模对最优规模的偏离程度先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下降，当城
市扩张达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实际规模对最优产出规模的偏离开始随城市规模扩张而上升。城市规
模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呈先增后减的倒Ｕ型特征，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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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城市规模与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被解释变量：企业资源错配程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城市规模 － ５． ５４５ ４ － ５． ７６７ ２ － ５． ２７５ ２ － ４． ８１７ ０ － ４． ７５３ ３ － ４． ０３８ ３

（０． ３３６ ２） （０． ３３４ ０） （０． ２９５ ６） （０． ２９９ ４） （０． ３０２ ６） （０． ３２０ ６）
城市规模平方 ０． ５７３ ０ ０． ５９９ ８ ０． ５４４ ５ ０． ５１４ ５ ０． ５１１ ０ ０． ４４８ 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 ０３０ ８） （０． ０２７ ３） （０． ０２７ ４） （０． ０２７ ７） （０． ０２９ ５）
职工人数 １． ９４０ ６ － ４． ３９２ ２ － ４． ３９４ ６ － ４． ４２４ ４ － ４． ３８１ ８

（０． ０３０ ３） （０． ０３２ ２） （０． ０３２ ２） （０． ０３２ ４） （０． ０３４ ２）
固定资产 ８． １１６ ０ ８． １１５ ４ ８． ０８８ ６ ８． ０８６ ４

（０． ０２１ ２） （０． ０２１ ２） （０． ０２１ ３） （０． ０２２ ５）
市区人均ＧＤＰ － ０． ４９２ ５ － ０． ２５９ ０ － ０． ０９３ １

（０． ０４９ ９） （０． ０５４ １） （０． ０５９ ４）
市区人均ＦＤＩ － ０． ２２５ １ － ０． ２８５ １

（０． ０２７ ３） （０． ０２８ ８）
市区劳动力结构 － ０． ００５ ５

（０． ００２ ７）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９． ６３２ ４ ２０． ２７４ ２ －１５． ８３５ ６ －１２． ６６０ ６ －１６． ２１４ １ －１９． ８２９ ９

（０． ８９８ ３） （０． ９０４ ４） （０． ８０６ ６） （０． ８７０ ２） （０． ９６５ ２） （１． ０２２ ６）
样本数 １ ２０３ １４８ １ ２０３ １４８ １ ２０３ １４８ １ ２０２ ５４６ １ １７９ ２９１ １ ０２１ ３１８
企业数 ３８５ ５６２ ３８５ ５６２ ３８５ ５６２ ３８５ ４７８ ３８０ ８５８ ３５７ ５６６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是标准误差。

（二）稳健性检验
１． 选择性偏差
新新经济地理学

指出，大城市较高的成
本和激烈的竞争环境
会产生选择效应，企业
会根据不同市场条件
下的预期收益有意识
地选择区位［５２］。Ｓｙ
ｖｅｒｓｏｎ［５３］发现，同类厂
商在城市中的集聚程
度越高，消费者越容易
获得替代产品，市场竞
争更加激烈，生产效率
较低的厂商会因无利
可图退出市场。一些
研究从边际成本的角
度考察市场规模对城
市生产效率的影响。
在可替代的产品中消费者会选择相对廉价的产品，市场规模越大，消费者能获得的产品选择越多，低
效企业的边际成本要高于高效企业，低效企业的定价劣势使其无法售出商品而退出市场。高效率的企业
倾向于选择中心城市，而低效率的企业倾向于选择竞争相对较少的边缘城市，从而导致大城市包含更多效
率高的企业［５４］。有意识的选址行为会导致企业在不同城市分布的非随机性。资源配置效率与所在城市
规模的正向关系，可能部分是源于资源配置效率高的企业主动选择进入大城市的结果。不考虑企业的自
选择行为，会将城市效率的差异完全归结于集聚经济［５５］，过高估计城市规模的作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估计法和处理效应模型是修正选择效应的两种重要方法。前者的核心思想是先
估计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然后将发生概率的估计值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原估计模型中，从而将自
选择问题转化为遗漏变量问题。具体地，第一步，构建企业选址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Ｐｉｔ ＝ αＸｉｔ ＋ μｉｔ （１３）
其中，Ｐｉｔ表示企业选址倾向。若企业选择规模为中位数以上的城市，则Ｐｉｔ为１，否则为０。根据

（１３）式的回归得到解释变量集Ｘｉｔ的估计系数α和误差项μｉｔ的标准差σ，可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ＩＭＲｉｔ ＝

φｉｔ（－ Ｘｉｔα ／ σ）
ψｉｔ（－ Ｘｉｔ ／ σ） （１４）

其中φｉｔ为标准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ψｉｔ为标准正态分布概率分布函数，若ＩＭＲｉｔ显著不为０，
说明模型存在选择性偏差。第二阶段将ＩＭＲｉｔ引入到原回归模型中，纠正选择效应带来的偏差：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 α ＋ βｌｎｐｏｐｉｔ ＋ γＸｉｔ ＋ εｉｔ ＋ ζｓ ＋ λ ｔ ＋ ηＩＭＲｉｔ （１５）
处理效应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处理组和参照组，构建反事实的潜在结果估计因果关系。对处

理组中的每个个体均使用参照组中与其最为相似的个体作为参照，可以确保两组个体之间拥有相同
特征，进而消除自选择效应带来的偏差。

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可以看出，修正选择性偏差后，核心变量的
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城市规模扩张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７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表３　 Ｈｅｃｋｍａｎ估计和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企业资源错配程度

Ｈｅｃｋｍａｎ估计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ｅａｔｒｅｇ估计 ｕｒｂａｎ

城市规模 － ８． ２０９ ２ － ４． ７９７ １

（０． ５２８ ８） （０． ２３７ １）
城市规模平方 ０． ７７０ ７ ０． ４９３ ９

（０． ０４８ ６） （０． ０２１ ７）
职工人数 － ４． ６５２ ４ ０． １０３ ７ － ５． ８７１ ５ ０． １１１ ０

（０． ０６４ ６）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３２ ５） （０． ００１ ６）
固定资产 ８． ５６６ ３ － ０． ０２５ １ ８． ５７６ ３ － ０． ０４２ ３

（０． ０３６ ３）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２１ ８） （０． ００１ １）
市区人均ＧＤＰ ０． ２８２ １ － ０． ２１０ ４

（０． ０６８ ７） （０． ０４４ ０）
市区人均ＦＤＩ － ０． ４１４ ４ － ０． ０９１ ３

（０． ０４８ ５） （０． ０２５ ０）
市区劳动力结构－ ０． ０５４ ４ － ０． ０２８ 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００２ １）
市区倾向 ２９． ３５１ ２

（０． ０８４ ３）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８． ７３５ ０ － １． ２７８ ８ － １４． ４７５ ５ － １． １０５ ６

（１． ７１９ ２） （０． ０１３ ６） （０． ７８７ ４） （０． ０１３ ６）
样本数 １ １５４ ６９５ １ １５４ ６９５ １ ０２１ ３１８ １ ０２１ ３１８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
是标准误差。

但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有恶化作用，
与前文基本回归结果一致。
２． 不同等级城市
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所

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重要
关系。中国城市层次结构鲜明，不
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省会及
以上城市规模普遍较大，发展水平
也相对较高，一般地级市的人口规
模相对较小，经济发展程度与发展
中国家相当。为分析不同等级的
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对企业资源配
置的影响差异，我们对比不同层级
城市规模影响的差异。

分城市等级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所示。列（３）为一般地级市样本
的回归结果，核心变量一次项系数
　 　 表４　 资源配置效率的城市等级差异　

被解释变量：企业资源错配程度
（１） （２） （３）

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 非省会城市
城市规模 － １． ８３２ ７ ０． ７７４ ０ － ８． １０２ ０

（１． ８０９ ８） （０． ０９６ ４） （０． ４２５ １）
城市规模平方 ０． ２１０ ６ ０． ８８０ ５

（０． １４６ ０） （０． ０４１ ４）
职工人数 － ４． ７８０ ５ － ４． ７７８ ３ － ４． ３７２ ３

（０． ０７０ ４） （０． ０７０ ４） （０． ０３９ １）
固定资产 ８． ３０２ ２ ８． ３０２ ９ ８． ０４５ ９

（０． ０４４ ６） （０． ０４４ ６） （０． ０２６ １）
市区人均ＧＤＰ ２． １０７ １ ２． １７２ ７ － ０． ９０８ ７

（０． １４５ ８） （０． １３８ ５） （０． ０７６ ２）
市区人均ＦＤＩ － １． ７４５ ３ － １． ７５１ ２ － ０． １１２ １

（０． ０９８ ８） （０． ０９８ ７） （０． ０３０ ０）
市区劳动力结构－ ０． １３８ ５ － ０． １３９ ８ ０． ０２４ ９

（０． ００９ ５）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０３ ２）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７０． ４２９ ４ － ６５． ４０３ ５ － ５． ６２７ ０

（５． ８９５ ２） （１． ６９０ ５） （１． １８５ ２）
样本数 ２８９ ３０１ ２８９ ３０１ ７３２ ０１７
企业数 ９１ ９０５ ９１ ９０５ ２６５ ７２８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
上显著；２．括号内是标准误差。

显著为负，平方项显著为正，城市规模对企业资
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先正后负，呈倒Ｕ型。列（１）
为省会城市及以上等级城市的回归结果，一次项
和平方项的核心变量系数均不显著。列（２）为省
会城市及以上等级城市样本去掉平方后的回归
结果，核心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省会及以上
等级城市的规模普遍已经偏大，若其规模继续扩
大会进一步恶化区域内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３． 不同范围的影响
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城市的集聚经济不仅

会对区域内企业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周边地区企
业产生溢出效应，但对于市辖区内和周边地区的
企业，城市规模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城市发展
初期，市辖区作为人口、资源集中形成集聚效应
的中心，吸引生产要素集中形成规模经济，周边
地区则向中心城市输出过剩的劳动力并从城市
的溢出效应中受益，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城市
发展后期，规模不经济开始发挥主导作用，部分
企业和资源被挤出城市，受中心城市溢出作用而
崛起的周边地区，恰好吸收这些企业和资源进一
步推动自身的发展。市辖区与周边地区形成互补和协调关系，改善生产要素在整个行政区域的合理
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８４—

　 张天华，董志强，许华杰 大城市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吗？



表５　 中心外围影响的差异　
被解释变量：企业资源错配程度

（１） （２）
市辖区样本非市辖区样本

城市规模 － ８． １２１ ２ － ４． ２０８ ７
（０． ７２４ ０） （０． ３４９ ４）

城市规模平方 ０． ８０１ ６ ０． ４８３ １
（０． ０６６ ７） （０． ０３２ ２）

职工人数 － ４． ０４４ ６ － ４． ６７４ ８
（０． ０６６ ２） （０． ０３９ ５）

固定资产 ８． ３２６ ６ ７． ９７１ ８
（０． ０４２ ６） （０． ０２６ ３）

市区人均ＧＤＰ ０． ０１２ ９ － ０． ６３１ ４
（０． ０９４ ６） （０． ０８２ ０）

市区人均ＦＤＩ － ０． ４２０ ８ － ０． ０８６ ４
（０． ０５６ ３） （０． ０３３ ７）

市区劳动力结构 － ０． ０３０ ４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０５ ３） （０． ００３ ２）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 １１． ５７０ ３ － １２． １０４ １

（２． ０５０ ７） （１． ２５８ ２）
样本数 ３１７ ８０５ ７０３ ５１３
企业数 １１３ ５７３ ２４８ ０８３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１％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是标准误差。

　 　 分区域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列（１）为市辖区内企业
样本的估计结果，列（２）为县市区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可
以看出，城市规模对市辖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对
市辖县影响的两倍，说明市辖区要先于周边地区得益于集
聚效应，城市规模扩张对企业资源的改善作用要远远高于
对市辖县的影响。市辖区平方系数值也约是市辖县平方
系数的两倍，说明相对于县市区的企业，城市规模对市辖
区企业资源配置改善的净效应衰减速度更快。综合来看，
地级市的城市规模增长对其周边地区企业的影响作用与
其对内部企业的影响相似，但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相对
较小。

五、城市规模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渠道分析
上述分析证实，城市的规模扩张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资

源配置效率，那么城市规模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企业生产要
素的投入效率呢？本节基于中介变量法，分析城市规模影
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中介效应分析常用于估计核心
解释变量通过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根据中介效应分析原理，一个变量满足以下条件，可被视
为核心变量影响因变量的中介变量：１．核心解释变量显著影响中介变量；２．加入中介变量前，核心解
释变量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３．加入中介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降低。

具体地，令因变量为Ｙ，核心变量为Ｄ，中介变量为Ｍ，其他控制变量为Ｃ。为考察一个变量是否存
在真实的中介影响，我们需要进行三个回归：
１．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

Ｙ ＝ αＤ ＋ λＣ ＋ μ （１６）
２．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

Ｍ ＝ αＤ ＋ λＣ ＋ μ （１７）
３． 中介变量加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

Ｙ ＝ αＤ ＋ βＭ ＋ λＣ ＋ μ （１８）
我们首先观察三个回归中核心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然后根据回归结果估计中介效应。式（１６）

中核心变量的系数为总效应，式（１７）中的核心变量系数与式（１８）中的中介变量系数的乘积为间接
效应，直接效应为总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差。下面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法分析政府干预、产业集聚在城
市规模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城市规模、聚集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
企业在城市空间内聚集能形成专业化集聚或多样化集聚［５６］。同行业企业在城市内集聚，该城

市就相对专业化，进而产生信息传播、中间品共享和劳动力市场共享等好处。跨行业企业在城市内
集聚，该城市的产业多样化程度相对较高。城市的产业多样化能获得中间产品的易得性、交易成本
的降低、劳动市场匹配效率的提高等好处。行业内集聚经济和跨行业集聚经济常用的衡量指标分别
是产业专业化指数和产业多样化指数［５７ ５９］。本节考察城市规模扩张形成的集聚效应是否是城市规
模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渠道。

参照傅十和与洪俊杰［６０］的计算方法，产业多样化指数以１减去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若城市
中每个行业就业比重相近，城市产业多样化程度相对较高，则产业多样化指数值接近１，反之产业多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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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指数值接近０。产业专业化指数衡量城市中各产业的集中程度，为行业就业人数占城市总就业
人数的比重。

表６　 聚集效应中介回归　

回归１
（１）

多样化指数 专业化指数
回归２
（２）

回归３
（３）

回归２
（４）

回归３
（５）

多样化指数 － ９． １３０ ７

（０． ８２４ ３）
专业化指数 ７． ３８２ ９

（０． ８５５ ６）
城市规模 － ０． ４６８ ９ ０． ０１１ １ － ０． ３７０ ０ － ０． ００８ ３ － ０． ４３２ ７

（０． ０４８ 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４９ 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４８ ９）
职工人数 － ４． ６１０ １ － ０． ０００ ５ － ４． ６１９ ５ ０． ０００ ４ － ４． ６１４ ９

（０． ０３２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３２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３２ ５）
固定资产 ７． ４２５ ４ － ０． ０００ ０ ７． ４２７ ９ ０． ０００ ２ ７． ４２５ ５

（０． ０２１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２１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２１ ５）
市区人均ＧＤＰ － ０． ０５３ ６ ０． ００３ ５ － ０． ０６１ ３ － ０． ００１ ８ － ０． ０７０ 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６１ ０）
市区人均ＦＤＩ － ０． １７６ ８ ０． ００１ ２ － ０． １４８ １ ０． ０００ ７ － ０． １６７０

（０． ０２８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２８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２８ ７）
市区劳动力结构－ ０． ０２５ ５ － ０． ０００ ２ － ０． ０２８ ７ ０． ００１ ７ － ０． ０３９ ５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３ ０）
政府干预程度 ０． １７１ 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１６９ ６ －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１７７ ４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１０ ０）
偏向政策 ０． ０３６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３７ 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３７ １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１ ９）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８． ２９０ ８ ０． ７９７ ２ －２０． ４８８ ２ ０． ０８４ ５ －２８． ４９０ ３

（０． ７０７ 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９９８ 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７０８ １）
样本数 ８３８ １９５ ８３８ １９５ ８３８ １９５ ８３８ １９５ ８３８ １９５
企业数 ３３４ ００９ ３３４ ００９ ３３４ ００９ ３３４ ００９ ３３４ ００９

　 　 注：１．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是标
准误差。

城市多样化与专业化中介
效应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列
（１）结果显示，控制了政府干
预后，城市规模扩张缩小了企
业实际规模对最优规模的偏离
程度，城市规模扩张降低了工
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
改善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列
（３）结果显示，城市产业多样
化程度的提高能降低企业产出
规模对最优规模的偏离。与列
（１）比较，控制产业多样化影
响后，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错
配的影响由－ ０． ４７降低到
－ ０． ３７。列（２）中城市规模的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规模
扩张提升了城市的产业多样
化水平，进而改善了工业企业
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多样化
指数作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
应为－ ０． １０１ ４，解释了城市规
模对企业配置效率正向影响
的２１． ６１％。列（５）的估计结
果表明，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
提高会扩大企业偏离最优产
出的程度，意味着城市资源过分集中在部分行业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与列（１）比较，控制产
业专业化程度后，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错配的影响由－ ０． ４７降低到－ ０． ４３。列（４）的估计结果则表
明城市规模扩大能降低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以降低要素专业化集聚对资源配置带来的负面影响。
产业专业化指数作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６１ ３，解释了城市规模对企业配置效率正向影响的
１３． ０７％。

（二）城市规模、交通设施与资源配置效率
城市公共设施是影响城市运行效率的重要公共投入品。高效的交通网络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

一体化水平［６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对邻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６２ ６３］。小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较为
落后，生产要素和产品在空间上流动成本高，容易形成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分割。要素市场分割
使企业难以获得合适的要素投入，而对于产品市场来说，落后的交通设施提高了企业的运输成本，距
离市场近的企业在成本上更具优势，使之能以低效的生产与远离市场的高效企业进行竞争，在一定
程度上形成了产出扭曲。

大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生产要素和产品能以低成本在区域内流动，资源配置效率较
高。为检验交通基础设施是否为城市规模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中介因素，本节使用城市道路总面积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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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交通设施中介回归结果　

回归１
（１）

道路面积 与高速公路距离
回归２
（２）

回归３
（３）

回归２
（４）

回归３
（５）

道路面积 － １． ５９４ ９
（０． ０６４ ５）

高速公路距离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１ ０）

城市规模 － ０． ４６８ ９ ０． ８５３ ６ ０． ９２６ １ － ４． ０４１ ３ － ０． ４５９ ４
（０． ０４８ 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７４ ４） （０． ０７０ ２） （０． ０４９ ０）

职工人数 － ４． ６１０ １ ０． ００１ ４ － ４． ６１２ ５ ０． １６２ １ － ４． ６１０ ２
（０． ０３２ ５）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３２ ５） （０． ０３５ ８） （０． ０３２ ５）

固定资产 ７． ４２５ ４ ０． ００８ ６ ７． ４４１ ６ － ０． １６４ ４ ７． ４２５ ７
（０． ０２１ ５）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２１ ５） （０． ０２２ ７） （０． ０２１ ５）

市区人均ＧＤＰ － ０． ０５３ ６ ０． ６１２ ６ ０． ９４３ ２ － ２． ５７０ ５ －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０６１ ０）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 ０８４ ６） （０． ０６１ ０）

市区人均ＦＤＩ － ０． １７６ ８ ０． ０６０ ５ － ０． ０５１ ８ － １． ９７５ ５ － ０． １７１ ３
（０． ０２８ ７）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２９ ２） （０． ０２８ ２） （０． ０２８ ９）

市区劳动力结构－ ０． ０２５ ５ － ０． ００１ ０ － ０． ０２９ ０ ０． ０２５ ７ －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２ ５）

政府干预程度 ０． １７１ １ ０． ０１９ ６ ０． １９１ ２ ０． ７６３ ５ ０． １６８ ０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 ０１２ ９） （０． ０１０ １）

偏向政策 ０． ０３６ ３ － ０． ００２ ９ ０． ０３０ ５ － ０． １５２ ３ ０． ０３６ ６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１ ９）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８． ２９０ ８ － ３． １７０ １ －３３． ２６０ ５ ６３． ３５２ ０ －２８． ３６７ ８

（０． ７０７ 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 ７３４ ７） （０． ９２８ ２） （０． ７０９ ２）
样本数 ８３８ １９５ ８３８ ０６９ ８３８ ０６９ ８３８ １９５ ８３８ １９５
企业数 ３３４ ００９ ３３４ ００３ ３３４ ００３ ３３４ ００９ ３３４ ００９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是标
准误差。

和市（县）与最近的高速公路
的实际距离作为交通基础设
施的代理变量，考察其间接
效应。

交通设施中介效应的估
计结果如表７所示。列（２）和
列（４）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张，城市道路面积会
相应增加，与高速公路的距离
也会更近。列（３）和列（５）的
结果表明城市道路面积的扩
大、高速公路到市中心距离的
缩短皆能显著降低企业要素
投入的错配程度。因此，城市
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改善行政
区域内的交通基础设施，为要
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降低
流动成本，进而改善企业资源
配置效率。

（三）城市规模、政府干
　 　 表８　 政府干预中介回归结果　

回归１
（１）

政府干预程度 偏向性政策
回归２
（２）

回归３
（３）

回归２
（４）

回归３
（５）

政府干预程度 ０． ２１９ ６
（０． ０１０ ０）

偏向性政策 ０． ０３７ ７
（０． ００１ ９）

城市规模 １． ８４１ ２ ０． ９７３ ３ １． ５６１ ２ １７． ７９５ ５ １． ０７８ ６
（０． ０６４ １） （０． ００６ ６） （０． ０６５ ３） （０． ０３３ ７） （０． ０７４ ３）

职工人数 － ４． ５９８ ５ － ０． ０３５ ０ － ４． ６１０ ７ ０． ０３５ ４ － ４． ６１２ ０
（０． ０３２ ５）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３２ ５） （０． ０１３ ８） （０． ０３２ ５）

固定资产 ７． ４３５ ５ ０． ０１９ ３ ７． ４３６ ５ － ０． ０７９ ４ ７． ４４４ ２
（０． ０２１ ５）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２１ ５） （０． ００８ ６） （０． ０２１ ５）

市区人均ＧＤＰ １． ３３８ ６ － １． ５４８ ０ １． ４３８ ４ １０． ５４５ ０ ０． ７１８ ９
（０． ０６５ ８） （０． ００７ ５） （０． ０６５ ９） （０． ０３８ ６） （０． ０７２ ５）

市区人均ＦＤＩ － ０． ０８５ ６ ０． １６１ ９ － ０． ０５５ ４ ０． １７２ ７ － ０． ０５５ ６
（０． ０２９ ３）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２９ ３） （０． ０１０ ３） （０． ０２９ ４）

市区劳动力结构－ ０． ０４２ ０ － ０． ０３５ ７ － ０． ０２９ ４ ０． ０５２ １ － ０． ０４２ ４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２ ５）

多样化指数 － ６． ６２１ １ １． ７１９ ０ － ６． ４３７ ５ ０． ９１９ １ － ７． ６９５ ９
（０． ８２６ ３） （０． ０９１ ０） （０． ８２５ ５） （０． ４５８ １） （０． ８２７ ４）

道路面积 － １． ５８２ ２ ０． ６７６ ９ － １． ６８９ ２ － ０． １３４ ６ － １． ４２７ ９
（０． ０６４ ４） （０． ００４ ７） （０． ０６４ ５） （０． ０２２ ９） （０． ０６４ ８）

高速公路距离 ０． ００１ ５ － ０． ０００ １ － ０． ００２ １ － ０． ０２４ ０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１ ０）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３２． ２０４ ９ １６． ３６１ １ －３３． ５５８ ２ －１３７．２０３ １ －２４． ３５４ ７

（０． ９４９ １） （０． １０５ ９） （０． ９５０ ３） （０． ５４０ ２） （１． ０２４ ４）
样本数 ８３８ ３２１ ８３８ ０６９ ８３８ ０６９ ８３８ ３２１ ８３８ ３２１
企业数 ３３４ ００６ ３３４ ００３ ３３４ ００３ ３３４ ００６ ３３４ ００６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是标
准误差。

预与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城市体系特征决定

了城市规模与其行政级别有
密切关系，大城市的行政等级
往往更高，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力也更强（见表８）。列（１）的
结果表明，在控制集聚效应和
基础设施的影响后，城市规模
与企业要素投入的错配程度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列（２）的
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企业个
体特征和其他城市特征的情
况下，城市规模每增加１％，政
府财政支出占城市ＧＤＰ的比
重上升０． ９７％，说明城市规模
越大，政府对城市经济的干预
程度越大。列（３）为将政府支
出占ＧＤＰ的比重加入列（１）
模型的回归结果，政府干预显
著增加了资源错配程度。控
制政府干预因素后，城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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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恶化资源配置的影响由原来的１． ８４降低至１． ５６。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中介变量的间接
效应为０． ２１３ 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０． １１６ １，即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解释了城市规模对
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负向影响的１１． ６１％。列（４）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规模越大，地方政府用于市辖
区经济的支出占行政区政府总支出的比例越大。列（５）为将政府支出倾向加入列（１）方程的估计结
果，政府财政用于市辖区支出的比重与企业资源错配程度呈显著正向关系，即政府财政用于市辖区
的支出比重越高越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控制政府支出倾向后，城市规模对资源配置的恶化影响由
原来的１． ８４降低到１． ０８。政府支出倾向作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为０． ６７０ ９，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比重为０． ３６４ ４，即政府支出倾向解释了城市规模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负向影响的３６． ４４％。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市化带来的经济集聚对微观经济个体生产效率的促进，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产生的重要原

因。然而，在经济主体不断集聚的过程中，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应忽视。本文基于
中国城市工业企业匹配数据，分析城市规模对微观企业要素投入行为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
果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而上升，但当城市规模到达一定的阶段后，企业资源
配置效率反而随着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张而下降；城市规模主要通过经济集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
政府干预等渠道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城市集聚效应对城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比对周边地
区企业的影响更大。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加快城市发展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对于未来城市化进程的方向，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
点。一种是继续坚持集中发展大城市，以大城市作为增长极，依靠大城市的规模效应拉动经济增长；
另一种是追求更为平衡的区域增长方式。本文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第二种观点。城市人
口规模适度发展有利于吸引劳动力、资金和技术集中，发挥集聚效应，提高资源的边际产出，但城市
扩张过度则使城市集聚过量的经济资源，中心地区企业资源利用低效，外围企业则难以获取合适的
要素投入，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２）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中形成的极化作用固然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若是
不注意协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将会形成资源的过度集中和低效配置。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过度
扩张，资源和人才过度集中，而中小城市以及城市周边城镇和乡村却因资源不足而发展缓慢，资源在
城乡之间配置的扭曲将使社会经济资源在低效状态下运行，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合
理引导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优化配置，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功能。政策扶持和产业转移等措施在
带动城市周边地区崛起和发展的同时，减轻了大城市规模过大、资源过度集中带来的城市病，从而提
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

（３）尽管近些年来一些城市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入，但中国总体上仍是城市数量众多、规模
偏小，未能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益［６４ ６６］。城市规模的适度扩张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的外部性，提高
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应该推动城市的适度发展，增加中型城市的个数和比重。但对于北上广深等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其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恶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应适当控制其人口
规模的继续扩大，重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城市经济质量。

（４）政府的过度干预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应当是“引导”而非“主导”，通过构建自由化的要素市场，由市场来主导资源的
有效配置，应遵循市场规律实现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带动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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